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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的

关系及其超越性意义∗ ①

———以中西思想史例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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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 即主

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 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
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 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 意味

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 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 第一阶主体是

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 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

存在者主体。 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

描述而形成文本， 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 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

存经验、 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 中西对于主体与

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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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传承离不开诠释。 在不断的诠释中， 为某种文明奠基的经典所

承载的精神文化的基因或密码得到不断的传递和延续， 并在新的经典的产生

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从而构成思想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 正因如此， 诠释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其起源都相当古老， 而且形成了悠久的各具特色的诠

释学传统， 如基督教的圣经解释、 儒教的六经注疏。 当然， 作为一门正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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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宗教性视域中的生存伦理研究” （１５ＢＺＸ１０１） 的阶

段性成果。
∗



名的学科， “诠释学” 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 因此， 伴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西方诠释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引介， 关于中西诠释学的比较研究自

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 目前看来， 这种中西诠释学的比较研究涉

及面广， 一些理论问题的讨论也相当深入， 但是， 似乎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值得探讨， 这就是如何通过中西诠释学思想的研究发现二者共享的 “本体”
与 “主体” 之间的 “元义理结构” 及其超越性意义。

本文将指出并阐明， 在诠释学的思想结构中存在 “主体” 与 “本体”
之间的 “不对称性” 关系， 这种 “不对称性” 意味着本体存在的 “超越

性”， 它对诠释学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 “本体” 并非某种固

定的 “实体”， 而是指向某种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 其内在的核心意蕴乃

自由与自在的自身性存在， 这种自身性存在因其超越性或不对称性永远处于

被解释的过程之中而保持 “剩余”。 为此， 本文将致力于揭示中西诠释学的

形而上学层面的内容， 力图打通神学、 哲学与诠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逐次

讨论何谓诠释、 如何理解诠释中的诠释者和被诠释者及其关系、 对二者关系

的理解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的差异性及其历史影响何在， 通过对这些基本而重

要的问题的探讨以图实现本文的理论目标。

一、 本体论的诠释学

诠释学是什么？ 若采用否定的表达方式， 而且从 “根本上” 来讲， 诠

释学不是认识论。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构造活动， 用康德的话说是 “知
性为自然立法”， 主体与客体之间总是一种对象化关系。 诠释学也不是一般

性的主体与主体的自我对白或相互对话， 无论是自我和自我之间的双主体对

白， 还是我和你之间的双主体对话， 主体之间都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然而，
诠释学中的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在根本层次或者最深层次上并不构成主体

和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关系， 也不构成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等性关系。①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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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此，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基于中西古今文化背景， 从思想史的角度做过深刻分析，
也启发了本文进一步的思考。 参见尤西林： 《 “本体” 主体化与 “主体” 本体化———评成

中英的 “本体诠释学” 与朱利安的 “间距” 观》， 《南国学术》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４ ～ ２８
页。 本文在这里强调， 在最深层次和根本层次上诠释学 “不是” 什么， 诠释学 “不止于”
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 也 “不归于” 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 而是 “归根结

底” 在于本体和主体之间的非对象性、 非对等性的 “超越性” 或 “不对称性” 关系。 因

为事实上在诠释活动中不可能不包含 “认知性” 和 “主体间性” 这些关系性的思想元素，
只不过本文的理论旨趣在于揭示诠释学的意义结构的根本层面， 即本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及其超越性问题， 坚持一种本体论诠释学的思路， 也是一种打通神学—哲学—诠释学的努

力。



么呢？ 因为被诠释的东西超出了主体和客体、 主体和主体的界域和限度， 被

诠释者既不能 “归结” 为认识的客体对象， 也不能 “等同” 于认识主体和

诠释主体。 在哲学诠释学的创立者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 看来，
诠释学循环表明， 它越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分， 指向了对存在结构本身或生

存方式本身的历史性理解。① 它既包含某种他者性自身性意义， 超越了我们

的愿望和行动， 而同时又和我们一起发生。 若采用肯定的表达方式来讲， 这

意味着， 诠释学是一种基于现象学存在论的诠释学， 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
毋宁说， “诠释” 就是发生在 “主体” 和 “本体” 之间的关系； 但这本体不

是指某种固定的实体， 而是指形而上学的本源意义之域； 所以诠释就是主体

对来自本体之域的意义信息进行接收和领会、 读解和传达的活动。 由此， 诠

释者和被诠释者不是对象性和对等性的关系， 而是主体与本体间发生的 “不
对称” 的关系， 这种不对称包含着本体对主体的 “超越性” 以及主体对本

体的 “仰视性”， 意味着诠释学具有某种源始的神学性特质。
这里我们不妨引入诠释学先驱施莱尔马赫 （Ｆ􀆰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 的宗教

诠释， 将有助于理解和彰明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 要想真正明白和解释宗教

在根本上是什么， 既不能把它理解为某种认识的建构， 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某

种伦理的规范， 而是要去描述和呈现那种个体自我与无限者遭遇的原初存在

状态和源始生存体验。 在这种状态或体验下， 自我与无限者相望， 也是与自

我相望； 当 “环视自我” 时， 也是在以某种方式 “领悟大道”。 这种对 “大
道” 的领悟就是对本原或本体世界的情感直观或情感体验， 这种情感是一种

本体论的情感， 这种体验是以 “孩子般的被动性” 让自身为无限者的感动

“所抓住”。② 对此， 汉斯·昆 （Ｈａｎｓ Ｋüｎｇ） 也描述道， “人在自己的最深处

整个地被无限所遇、 所俘、 所充满和所推动。 ……这种与永恒、 无限的活生

生的关联代表了每个个体的 ‘我’ 的原初状态”。③ 在此， 从宗教生存体验

中的自我与无限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本体和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和超越

性， 诠释学便指向这一根本性的关系。 反过来讲， 诠释学活动在根本层次上

指向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关系， 这使得诠释具有某种神学性意味。
关于诠释的这种意味， 我们还可以回溯至源始发生学的语境。 众所周

知， 西学里的 “诠释”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一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即赫

尔墨斯 （Ｈｅｒｍｅｓ） 之名， 他是主神宙斯的一名信使， 承担着领受和传递宙

斯神的信息和指令的职能。 由信使赫尔墨斯之名而来的 “诠释”， 从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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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严平编选： 《伽达默尔集》， 邓安庆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５０ ～５１ 页。
参见 ［德］ 施莱尔马赫： 《论宗教》， 邓安庆译，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３０ ～ ３８ 页。
［德］ 汉斯·昆： 《基督教大思想家》， 包利民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６２ 页。



就具有接纳和传递来自神的信息之义， 在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着不对称

关系， 其中一方 “仰视” 另一方而非 “对等” 关系， 在深处隐含着 “信仰”
的背景和 “敬畏” 的情感， 我们可称之为诠释学的源始神学化境域， 这使

得诠释从一开始就具有指向诠释者之外的神性之维的超越性意义。 而作为一

门学科的西方诠释学， 其最早形态也是作为基督教神学的释经学而存在的。
诠释活动的源始超越性意义指向在中国古老的巫觋文化时代也具有相似

的呈现。 根据考古学家对甲骨文的研究， “巫” 与 “帝” 常常联系在一起，
而 “王” 是最大最重要的巫， 他们通过巫术仪式与 “天帝” 交通以获得自

上而来的启示或者降福， 这些巫可谓最初的一批承接和传达、 解释和执行神

圣旨意的人， 在中国古老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 综合 《尚书·吕刑》、 《山
海经·大荒西经》 和 《国语·楚语下》 的记载， 在关于 “绝地天通” 的传

说里， 蚩尤作乱， 民神杂糅， 灾难遍地， 于是哀告皇天上帝； 颛顼受天帝之

命， 令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联系， 重管神的事， 黎管人的事， 万民祈福皆由

重黎执掌， 恢复人间民神不杂的正常秩序， 从此与神交通的职责及祭祀之仪

由具有聪明圣智的专门人员承担， 女称为 “巫”， 男称为 “觋”， 颛顼和重

黎可称为巫觋之祖。 明神降附在巫觋身上， 通过巫觋奉接和传达它们为人类

社会订立的规条， 而 “王” 作为天人的媒介， 往往成为垄断着与 “天帝”
交通大权的首巫， 由此可窥中国上古原始宗教信仰之一斑。①

以上说明， 诠释在中西思想史上最初都源起于神人之间、 天人之际的活

动， 这种活动指向了超越在人之上的神圣存在者， 以便为人自身的存在活动

提供根据和支持。 由此可见， 诠释在根本上属于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行为，
植根于某种特定的信仰背景当中。 以形而上学的视角观之， 这意味着在诠释

者和被诠释者之间是一种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具有某种存在

论的意义， 也具有某种宗教性的意义， 因为 “本体” 超出了明晰的有限性

之域， 指向了隐秘的无限性之在， 它使得被诠释者与诠释者的关系有了某种

仰视的不对称性， 也因此使得诠释禀有了某种源始的神学性和超越性特征。
只是神祇在最初的宣道的诠释中尚不具有最高的道德意义， 如希腊神话中的

宙斯和殷商时代的天帝， 在后来的发展中才逐渐成为至高者和至善者的统

一， 具备了充分的无限性和超越性， 如基督教的神和原始儒教的天。

二、 诠释学中的二阶主体

依上所言， 如果说在诠释活动中， 被诠释者不是作为诠释者主体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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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７６ ～ ８３ 页； 陈来：
《古代宗教与伦理： 儒家思想的根源》，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２０ ～ ６２ 页。



而被认识、 被把握， 也不是作为人—人之主体对主体的对等性关系中的一般

性主体， 而是作为 “本体” 构成与诠释主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 具有某

种超出诠释主体之外的存在意义， 那么， 这样的本体从逻辑上讲必然是一种

具有隐蔽性的自身性存在； 如果说被诠释者因其存在的超越性而使得诠释主

体对之产生仰视性和敬畏性， 不可能将之作为对象来把握和设置， 只能对其

发出的意义信息予以接收、 领悟、 解释和传达， 那么， 这一本体存在必然是

某种自我启示者和自行彰显者， 用黑格尔的话说， 就是本体即主体。 用海德

格尔 （Ｍ􀆰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的话说， 就是自行置送的存在天命。 而诠释学家保罗

·利科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 在回顾和分析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 （Ｗ􀆰 Ｄｉｌｔｈｅｙ） 通

过古典语文学和历史科学使得一般哲学解释学成为可能时也指出， 一个历史

性的存在者如何能够历史性地理解历史？ 如果那存在者不在生存活动中将自

身对象化在历史存在之中， 如果历史长河里没有将历史的片段连贯为一个系

列的 “精神”， 如果这种精神 “生命” 不具有黑格尔的 “概念” 里那种

“内在” 的自行展开的逻辑， 那么， 不同历史境遇中的存在者又如何能够理

解并阐明历史的存在呢？ 利科由此开始将诠释学 “嫁接” 在现象学上的努

力， 并由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直接领会之所谓 “短程” 方式， 转向采用语

义学的符号解释以进抵那隐秘的源始存在论根基之所谓 “长程” 方式。① 而

我们在此的目的则是要发现并进一步阐明， 在主体与本体的诠释学关系中实

际存在两种意义的主体， 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 可以称之为两阶主体， 即

“第一阶主体” 和 “第二阶主体”。②

第一阶主体是指 “本体” 作为 “主体”。 意思是说， 本体不是被掌控的

对象物， 无论是通过认识建构的途径， 还是通过实践改造的途径， 本体都不

是作为结果的存在者， 而是具有自在性的自身物， 并且它不是僵死的、 凝固

的， 而是充满内在活力与自由生机的， 所以， 它能够自在自明和自行启示，
在这种意义上它被称作 “主体”。 为了与通常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基础上所

说的 “主体” 相区别， 我们又可以将这种在诠释活动中具有源始主体性的

本体称为 “存在论主体” 或 “绝对主体”。 本体的这一层意义在中西思想观

念中都居于本源性位置， 比如 《圣经》 中上帝的自我启示、 黑格尔绝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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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 保罗·利科： 《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文集》， 莫伟民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 年

版， 第 ３ ～ １１ 页。
通常， 人们习惯于在认识论问题上使用 “主体” 这个术语， 而在本体论上很少出现 “主
体” 这个术语。 但自从康德关于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也可以视为 “本体” 的说法提

出以后， 可以看出 （此种看法尤其见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 主体与本体其实可

以相通， 即本体可以成为主体； 反过来， 主体也可以成为本体。 本文认为哲学诠释学面

临或者说要完成的诠释学基本任务， 就是处理与把握好诠释过程中出现的本体变主体、
主体变本体的诠释学情境与难题。



神的自我展开、 海德格尔所谓存在的自身言说， 再比如周易的生生不息、 道

家的天道自明、 儒家的天理昭昭、 禅家的佛性自显等等， 都包含自我澄明、
自行传达、 自身朗现之本体作为主体的意义， 也可称之为 “本体主体化”
的境况。 这里的主体便是第一阶意义上的主体， 也就是处在本源地位的本

体。 无疑， 它是自由的、 自在的、 自身性的。①

第二阶主体是指 “诠释者—人” 作为 “主体”。 为了与前一种作为本体

的存在论主体相区别， 我们可以将这种以诠释者身份出现的主体称之为 “存
在者主体” 或者说 “相对主体”。 这是因为 “存在论主体” 作为主体的自我

显示， 需要人这个主体来接收它、 解释它和传达它； 没有作为诠释者的人这

个主体， 存在论主体的自我显示便没有意义， 诠释学就是第二阶的诠释主体

对第一阶的本体主体自行发出的意义信息所做的接收和诠释活动。② 严格来

说， 所谓诠释只能是发生在诠释者这个主体一端的活动， 虽然主体不能够建

构本体， 虽然本体是自行发出信息， 但是本体信息的意义究竟为何， 只有通

过作为诠释者的人来解释和描述， 否则无所谓本体的意义， 也无所谓本体意

义的自我诠释。 但终究是本体自身的自行发生和自我启示具有先在的本源性

地位， 所以， 我们称诠释者主体为 “第二阶” 的主体。
在这样的理解下， 诠释的根本性问题在于， 第二阶主体是否真实与如何

真实地解释和传达第一阶主体发出的意义信息。 在这个两极性结构的运作中

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张力， 有可能在本体主体化的同时发生主体本体化的反向

运动， 导致本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困境： 一方面是作为本体的主体， 它自在

自行， 自我开启， 自我言说， 可谓本体主体化； 另一方面是作为诠释者的主

体， 他要对发自本体的信息给出意义的领会和解释， 在此， 本体自身的意义

乃是经过人这个主体诠释的产物。 然而， 诠释主体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如实

地诠释并传递了本体的意义呢？ 如果诠释主体不能怀着敬畏之心去倾听本体

的言说， 去忠实地客观地传达从本体而来的意思， 而是以诠释主体的身份僭

越和占据本体主体的位置， 第二阶的主体变成第一阶的主体， 完全成为本体

自身的代言人， 那就会产生 “主体本体化”， 以至遮蔽和吞没真正本体， 其

实这也是一种 “本体被主体化” 的运作， 从而造成主体对本体的诠释困境。
所以在西方早期神学思想史上产生了以狄奥尼修斯 （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 为代表的

“否定神学” 的观点， 主张对永恒之神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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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肯定性的言说都语不及之和言不尽意， 甚至成为对永恒者的限定、 疏离和

背弃。 否则， 只能或以类比与象征的方式去呈现之， 或以艺术的凝视与聆听

的方式去接纳之。①

可以说， 在诠释学中始终存在作为本体的第一阶主体和作为诠释者

（人） 的第二阶主体之间的张力， 由此导致 “本体被主体化” 的危险。 从思

想史的角度来看， 这也是一个事实。 比如， 中世纪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垄断着

神的话语的解释权， 而教皇权力走向顶峰即成为神在世间的代言人。 于是，
祭司之外无真理， 教皇永远不犯错， 教皇及其宗教机构的宣言成为不容置疑

的神圣话语， 就像作为本体的上帝所发出的意旨一般。 这不仅会构成对本体

上帝的挑战， 将上帝之言变成人之言， 导致上帝本体被主体化的困境， 而且

也会造成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扭曲。 路德新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向， 就是要解

构教会神职人员读经解经的垄断权， 回到真实切身的与上帝同在的原始基督

徒的生活经验， 用心灵的诚实和虔敬的信仰去领会和体味神的话语， 由此破

除神职主体释经话语的霸权性和权威性。 因此， 如何接受和诠释神圣之言历

来构成基督教解经学的核心问题。 新正统神学家巴特 （Ｋ􀆰 Ｂａｒｔｈ） 在人的现

代性主体性扩张的背景下， 面对自由主义神学更是强调， 上帝永远是上帝，
人永远是人， 在神人之间严格划界以免人对神的僭越。

透过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可知， 绝对者永远是第一阶的本体性主体， 而

人作为有限者永远是第二阶的诠释性主体。 在第一阶主体和第二阶主体之

间永远存在不对称关系， 本体自身存在、 自行开启， 是本体自身在主体化，
而人作为主体则需要在敬畏 “天命” 的精神状态下， 倾听本体主体化之声

并努力忠实地传达之。 这里再次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点和思路同样有

效。 海德格尔前期通过 “此在” 之路去追问 “存在”， 后期则转向存在自

身的 “道说” 和 “倾听”， 听凭存在的 “天命” 自行置送和回隐， 顺从存

在本身的自行开敞和隐蔽， 借助诗和艺术让存在的意义或真理 “自行发

生”； 而此在之人则是 “存在的看护者”， 人之此在是在 “天命的存在之

抛” 中成其本质的， 因此必须 “按照存在的天命看护存在的真理”。② 这既

是为了防止陷入主体主义的思路， 以免此在主体本体化或存在本体被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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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 同时也昭示了存在作为本源性和自身性之域的本体论意义。 就此而

言， 我们也可以把海德格尔让存在自身去言说的致思之路， 视为一种本体诠

释学之路。

三、 文本的诠释

作为第二阶主体的人对作为第一阶主体的本体所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

义的领悟和解读、 诠释和描述， 便形成了 “文本”。 所谓诠释通常指向文本

的诠释， 文本构成诠释的直接对象。 在这个前提下， 如何理解诠释和如何理

解文本， 也就是一体两面、 不可分离的事情。 就此我们认为， 文本并不是单

一的， 也不是凝固的， 而是有着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 这是因为文本是在

历史中生成和存在的， 它的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 既有文化传统和当

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结果。 这就使得文本构成了一个多层重叠、 纵横交织的

思想世界， 也承载着复杂多重的生存经验和历史脉络。 而这种理解下的文本

生成过程也正是一连串的历史性的诠释行为， 里边包含着本体、 主体、 经

验、 文本、 传统、 诠释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
一方面，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越是倾听、 理解和诠释发自本体域

的信息的文本， 越具有意义直接性和切身性， 因为诠释者处在更为原初的更

切近本体言说的生存处境下。 比如， 福音书作为一种文本， 它是对基督之言

的直接倾听和传递、 接受和叙事； 约翰书信和保罗书信作为一种文本， 也都

是原始基督徒生存经验的产物。 这些文本产生自某种 “源始处境”， 都可称

为 “第一层次的文本”； 以后又有对福音书和圣徒书信的解读而形成的文

本， 则属于 “第二层次的文本”， 依次类推， 形成了基督教释经学的历史。
为中国文明奠基的古老经典 “六经” 也是中国古人的生命经验和生存体认

的产物， 包含着对天帝与世人、 天命与人性、 天道与人事、 天意与人心之天

人之际的原初而生动的真切体悟和理解诠释， 构成了后世不断解读的第一层

次的文本。 同样， 经过后世不断的注疏形成了经史子集等不同层级的文本系

列。 我们看到， 由最初对本体之言的接收和理解而形成文本， 到对文本的进

一步解读和阐释又形成新的文本， 再到文本的文本， 由此构成了思想的历史

和文化的传承。 从过去、 现在、 未来的线性时间结构来看， 这种文本层次的

意义生成， 似乎是一个越往后则距离 “本源” 越远的过程， 而诠释作为主

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则是借助于诠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个中介来实现

的。 借用雅斯贝斯 （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 的著名比喻， 就好比 “轴心期” 是人类的

先知先贤们对于本源世界的普遍觉悟， 是人类自我意识和超越意识的普遍觉

醒， 它奠定了各大文明的精神基因、 观念范型和思维方式， 以后都是在这个

轴心期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和丰富、 发展和演变， 由此形成源远流长的各

·６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大文明传统， 并集中凝结为一系列的经典文本。①

但是另一方面， 从生存论哲学的视角来看， 在诠释学中主体与本体的关

系以及主体与文本的关系， 并不只是从过去通过现在而延伸到未来的直线式

关系， 而同时也是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循环重叠的复杂关系。 对于文本的

诠释从表层来看是对文本叙事的读解， 而从深层来看则离不开诠释主体对于

本体的领悟， 在诠释主体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背后， 依然存在诠释主体和本体

的关系。 因为所谓第一层次的文本由以产生的 “源始处境” 并非某种空间

性的 “确定” 之处， 而是某种本源意义的源始生发之境， 而这种本源意义

的源始生发之境完全可以穿越时空而发生在当下。 诠释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

中， 文本所承载的本源意义透过叙事而由隐到显， 与此同时， 诠释者当下的

生存处境也融入对文本的解读，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构成了视界交融，
正是在视界交融当中被诠释者的经验得以重演。 这样一来， 文本诠释的历史

性并不能完全归结为越后来的就越对文本所承载的本源意义产生 “疏离”，
相反， 本体的消息同样可以在后来的经验中再次发生， 甚至得到扩展， 这也

就有了新东西的生成。 我们可以借用克尔凯郭尔 （ Ｓ􀆰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 所谓

“耶稣基督降临的瞬间” 来做一个类比性说明。 耶稣基督降临的瞬间作为一

个历史事件和历史时刻， 虽然发生在公元 １ 世纪罗马属地， 但是作为一种

“原型瞬间”， 却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 能够随时发生， 任何时候它都可

以在任何一个人倾听 《圣经》 里基督之言的 “信心” 中降临， 故而这个瞬

间被称作 “永恒的原子”， 可以不断 “重复”， 从而一次又一次建立个体主

体与永恒本体之间的信仰联系， 这同时也意味着， 永恒降临的瞬间也是带来

新生命的瞬间。② 不仅如此， 雅斯贝斯的 “轴心期” 理论也包含了这层意

义。 他说： “人类依靠当时发生的、 创造的、 思考的事物生活至今。 每一次

人类的新飞跃都回顾轴心时代， 从中获取新的火花。 自那时起， 情况总是：
回忆和再次唤醒轴心时代的潜能———复兴———带来精神飞跃。 在中国、 印度

和西方， 复归这一开端是不断发生的事件。”③

从中国儒学的诠释来看， 周孔确立的原始儒教在根本上是对天之本体的

领悟和与命与仁的体会； 到了思孟学派进一步发展为立命存性和尽心知性知

天； 再到程朱陆王之学， 在援佛入儒的背景下， 通过切身探求和践履天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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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对原始儒学经典进行了创造性诠释， 从天命、 天理到天心， 再从天心到

吾心， 将天理、 天心和吾心彻底打通， 真正实现了从天之本体到心之本体的

天人合一。 例如阳明心学既在诠释原始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文本，
同时也在 “致良知” 的道德功夫中与 “良知本体” 直接发生契合关系， 在

这种契合关系里天心即吾心， 超越的天理即吾心的良知。 他说， “心之本体，
原只是个天理”， “吾心之良知， 即所谓天理也”， “尽性知天， 亦不过致吾

心之良知而已”。① 天地万物无不在 “良知的发用流行” 中。 现代新儒家和

中国本体论诠释学代表人物成中英也强调， 应该将儒家的实践道德伦理学与

《易传》 形而上的本体宇宙论联系起来， 在 “生生” 本体论的理解和阐释

中， 人与天地一道组成 “三合一”， 将道德天命和生生德性集于一身， 就是

能理解并体现宇宙—生态—伦理三合一的儒家人格， 就是庄子所谓天人为一

不相胜的 “真人”。② 在此， 以良知为天理， 以心之本体为天之本体， 以至

人与天齐， 是否会以良知的内在超越性消弭天的外在超越性， 是否会以人之

主体取代天之本体，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从本文的视域来

看， 心之本体或良知本体的理解是一种 “主体本体化” 的取向， 可能隐含

着以主体之言代本体立言的危险性。 换句话说， 若以吾心即天心， 以天心即

吾心， 以人与天不二之， 完全消弭天人之间的界限， 则有可能导致人的主体

性无限扩张， 反而将陷入和招致疏离 “天心” 的困境。③

根据上面的论述， 回过头来重审关于诠释的理解可知， 在诠释学中存在

着三个基本要素： 主体、 本体及其中间环节文本。 文本不是本体， 文本是对

本体的意义进行读解和诠释的产物； 本体不是诉诸语言文字的文本， 而是直

接开显和自行言说的本体自身。 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文明传承中， 诠释的直接

对象是文本， 通过解读文本的意义而指向本体的意义。 按照利科的说法， 解

释学的深层意图在于， 面对并透过文本多重话语符号的 “意指”， 跨越历史

的文化距离而与文本去 “看齐”。 这意味着， 解释既是回到文本生成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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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化与 “主体” 本体化———评成中英的 “本体诠释学” 与朱利安的 “间距” 观》，
《南国学术》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７ ～ ２８ 页。



境去理解， 又是将文本能指的意义纳入当下来理解， 而这种理解下的解释不

是对事物自身的一些 “印象” 的摘录， 而是以 “能指” 的表达方式对 “实
在” 的一种把握。① 于是， 本体论构成了解释学的 “最高视界”。②

所以， 当说诠释的对象是文本时， 实际是通过对文本的叙事进行逐次解

读、 层层分析， 以便从中获取关于本体域昭示而出的根本意义， 在所谓文本

诠释的背后指向的是本体论诠释。 以 “神学” 为例或许最能说明问题： 我

们可从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一词读解出两层意思： 一是神的话语或神之道； 二是关于神

的话语或神之道。 第一层含义是神自身的自我言说； 第二层含义是诠释者人

对于神的言说的言说。 通常所谓基督教神学的 “文本”， 究其根底是关于神

之言的记载和诠释， 故圣经和释经学分别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依据和基础。
同样， 六经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奠基性文本， 从本体论的层面来讲，
是因为它们承载和传递着早期先贤们对于天道流行生生不息的领悟， 对于天

命人性天人贯通的体认， 而后代对于六经文本的诠释则是在字句注疏和义理

分析的背后， 再次发掘、 重演以至拓展关于本体之域的圣贤经验。
由此可见， 所谓诠释或者文本诠释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神学特质， 其根

本原因在于被诠释的文本所承载的意义指向了或来自本体自身言说， 而最终

无论是神启还是天命都属于超越的信仰之域， 故而在被诠释者和诠释者之

间， 便形成了某种仰视的不对称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 诠释永远是一种存在

“剩余” 的活动。 因为本体总在显隐之间、 有无之间， 永远超出在主体诠释

的边界之外， 在边界之外永远留下逃匿的剩余， 所以， 诠释活动需要存有某

种敬畏之心。 这对利科来说意味着， 本体论解释仍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存在的

有限的和不完全的阐释。③ 对此， 礼物现象学诠释学家马里翁 （Ｍａｒｉｏｎ） 的

“被给予性” 或 “溢出性” 理论做了精彩描述和阐释。 他将 “主体” 理解为

“无限他者” 的被动接受者、 承载者和回应者， 主体对他者的召唤进行回应

的 “反向意向性” 建立了一种 “无主体性的主体”。 在这一前提下， “无限

他者” 作为超越的他者是自我启示或自我给予者， 对于回应者主体即无主体

性的主体来说， 具有完全的、 不可还原的、 最纯粹的 “被给予性”。 这种被

给予性是一种超出了现象的在场和意识的直观与认知的 “溢出性”， 它突破

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 “自我” 和 “边缘域” 之两极， 总是 “溢出”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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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法］ 保罗·利科： 《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文集》， 莫伟民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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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２１、 ２７ 页。



在边缘域中直观和体验到的内容， 而无法被直观、 观念和意义所把握。① 这

种被给予性或溢出性意味着 “礼物赠予” 的无条件的可能性， 它必定超出

主体自我的认知和理解之外， 成为诠释无法囊括的 “剩余”。
因此， 对文本的诠释也成为一件无法穷尽文本意义的事情， 读者总是既

无法完全彻底地复原文本作者的世界， 也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当下的经验和

历史的积淀进入文本敞开的世界， 从而形成诠释者和被诠释者在视界交融、
循环互鉴之外， 还可能产生某种游离和盲点， 抑或是延伸和变异， 也许是发

展和创新， 由此构成了一个既包含着诠释学循环又向本体之域无限敞开的境

界。 化用傅伟勋的一个观点来讲， 诠释每每通过 “误读” 而超出文本的

“表层” 意义， 进抵那 “深层” 的隐而不显的 “事情本身”， 因而也在不断

地开辟意义的 “新境界”。②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 诠释面对的永远是已经

发生的事件之域， 但是又必须由每一个新的现在给予重新撰写， 于是解释学

指向一个意义无法穷尽的领域。③ 对我们来说， 诠释就是主体立足于当下的

生存处境， 借助文本解读以获取发自本体之域的意义信息， 这个活动可视为

一种从源始本体域出发， 经过文本中介又返归本体之域， 循环往复永远敞开

从而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活动， 由此也构成了思想史的传承。

四、 孔子与耶稣的诠释

由上述可见， 诠释在中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 正是在不断的诠释中， 一

种文明的精神基因得到不断的传递和延续， 从而构成思想的历史和文化的传

统。 就本体和主体之间的诠释关系来讲， 中西在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

也对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 上帝作为本体的主体， 自己启示自己， 自己言说

自己。 然而， 这个上帝的言说却不止于此， 上帝之言还可以 “言成肉身”， 作

为三位一体的圣子耶稣基督现实地出现在人面前， 成为圣父上帝之言的 “唯
一见证”。 由于这个见证是 “直接见证”， 是上帝自身的 “自我见证”， 因此，
聆听、 传播和记载这份见证所形成的文本即 《圣经》 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文本，
凭着基督上帝的话语， 《圣经》 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此基督教的神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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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永远只有一个唯一的底本， 永远在根本上是一部解经的历史， 甚至基督教哲

学也不过是对 《圣经》 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和论证。 唯有上帝是终极实在；
唯有上帝之言是终极之道； 唯有耶稣基督是上帝之言的直接临在， 也是通往上

帝的唯一道路， 还是获得永恒生命的唯一源泉。 就像耶稣所说， 他和天父之间

是父为子证、 子为父证、 父子互相为证， 因为圣父、 圣子、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

“同一神”， 《圣经》 也就成为接受和传递本体上帝永恒之言的第一层次的文本。
耶稣基督之言虽然是上帝之言的见证， 却不是文本而是 “本体”， 因为

“父—子—灵” 是个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基督的见证之言同时是上帝之言，
它们是发自同一个本体的自我之言。 虽然 《圣经》 是一个具有神圣性意义

的文本， 虽然 “福音书” 记载着耶稣基督的信息、 传录了耶稣的许多话，
但并不是所有的话都是耶稣基督之言， 相反， 许多都是信徒们对基督之言的

领受和体会、 理解和诠释。 因此， 基督上帝之言是 《圣经》 承载的本体，
而不是作为 《圣经》 的文本。 在巴特看来， 不是圣经里的一切句子都是真

理， 耶稣基督之言才是真理， 基督教神学应该是 “圣言神学”。 但也正是由

于三位一体的独特性， 耶稣之言作为圣父之言的 “见证言”， 也可以视为一

个 “永恒文本”， 它与 “永恒本体” 是全然合一无别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先贤诸子基于对 “天命—天道—天理—天心”

的领会和体认所形成的经典诠释文本， 如 “六经” 和 “四书”。 先贤诸子诠

释中的本体存在， 虽然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也是某种自我开显的存在， 但这

种开显既不是通过 “话语” 实现的， 像 《创世记》 里那样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更不是通过 “言成肉身” 的方式实现的， 像耶稣基督那样作为

上帝之道临在人间、 亲口代表上帝发言。 相反， 六经四书中的本体虽自显，
却沉默无言， 天道自明却无名， 天命人性却无令， 天理昭昭却无语， 它在无

言而默示中使得万物有则、 世间有序。 所以孔子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然而， 也许正是因为天不言语， 人就只能通过顺随四时万物的运行去体

会天意和天则， 通过尽心知性去知天命， 通过存心养性去事天道。 也就是

说， 由于没有基督教那样的位格神的有言启示， 只有上天之命的无言启示，
因此， 如何接受、 理解和传递上天的意思， 其重心就落在了人这个主体自身

的努力之上， 而且只有通过人对本体的领会与体认， 通过修身与践行功夫，
才能上达天意。 因为就像 《尚书·蔡仲之命》 之言 “皇天无亲， 惟德是

辅”， 或者像 《周易》 之道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或者像 《中庸》
之说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这样一来， 就会有不止一

个先知先觉者来体会和领悟、 理解和诠释自己接受在身的无言天命了。 也就

既不像基督教那样只有一本 《圣经》， 而是有六经四书； 更不会像基督教那

样有唯一的圣子作为与圣父一体的 “神人”， 而是有尧舜、 周公、 老子、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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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孟子、 墨子等诸贤。 这些圣贤都是最能领会和践履永恒存在及天命意义

的人， 但都不可能成为那作为本体的上天自身； 六经四书都是经典文本， 但

也不包含作为本体的 “上天” 亲自出场而直接发出的话语。
在此， 比较一下两大传统的奠基者孔子和耶稣， 看看作为主体的孔子如

何理解和处理与本体上天的关系， 再看看作为主体的耶稣又如何理解和对待

与本体天父的关系， 可以发现儒教和基督教的巨大差异。 打开 《论语》 我

们读到， “子畏于匡， 曰：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

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
“天生德于予。 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学

而上达。 知我者其天乎” （《论语·宪问》）， “子罕言利， 与命与仁” （《论
语·子罕》）。 从这些语录可以看出， 孔子对自身与天之间的存在性关联有

着十分深切的体认， 天命在身的意识非常自觉而强烈。 无论是自己的生死存

亡， 还是肩负斯文传承的使命感受， 无论是下学而上达的为学之道， 还是道

德自身的造就和成全， 都视之为上天所授和天命所在。 由于应天知命、 倚天

而德、 与命与仁， 孔子具有无比的自任之重和自信之笃。
孔子还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 “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他自况一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

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这里展开的是主体之人面对无言之天无声之命， 主动地以德事天以仁应命， 由

内及外不断推进的道德修养活动。 所以， 孔子不固圣， 不自圣， 体现着 “天
行健， 君子当自强不息” 的精神， 将天命的超越性和道德的自觉性结合在一

起， 奠定了中国儒家天人之际、 情理之间的宗教性人文传统的基础。
然而， 耶稣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品性。 他以子身称父神， 充满了与上

帝一体同在的自我意识。 打开 《新约》 来看， 他对犹太人宣称： “你们是从

地上来的， 我是从天上来的； 你们属这世界， 我却不属这世界。” （《约翰福

音》 ８： ２３） 为什么来呢？ 他说： “因为我从天上下来， 不是要凭我自己的

意思行事， 而是要实行差我来那位的旨意。” （《约翰福音》 ６： ３８） 差者是

谁， 旨意又是什么？ 只听耶稣将差者称作父， 将自己称为子。 “父亲的旨意

是要使所有看见儿子而信他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 在末日， 我要使他们复

活。” （《约翰福音》 ６： ４０） 人是有限者、 有死者， 能使人永生的不可能是

人， 只可能是超越人之上的无限者—神。 耶稣宣告了自己是天父派遣下来的

那一位救世主弥赛亚。 面对法利赛人的质疑， 他说： “如果你们不信我就是

‘自有永有’ 的那一位， 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 （《约翰福音》 ８： ２４） 可

见， 耶稣自我充满全备的上帝意识， 与父神同属天上， 并受父遣从天而临

地， 带给人间关于罪与死、 复活与拯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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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 像孔子是儒教的创立者一样， 耶稣是基督教的创

立者， 可是他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角色。 耶稣说： “谁看见我就是看见

父亲。” （《约翰福音》 １４： ９） 耶稣完全是以神的身份来宣道， 说出了无比

自负的话：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要不是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亲那

里去。 你们既然认识我， 也会认识我父亲的。” （《约翰福音》 １４： ６ － ７） 然

而， 谁能确认耶稣就是与父神同在的那一位神呢？ 他说天父为他见证。 “你
们的律法书上记载着， 有两个人见证相符， 他们的见证就算有效。 我为自己

作见证； 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作见证。” （《约翰福音》 ８： １７ － １８） 当

继续被质问： “ ‘你的父亲在哪里？’ 耶稣回答：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

我的父亲； 如果你们认识我， 也就会认识我的父亲。’” （《约翰福音》 ８：
１９） “除了父亲， 没有人知道儿子是谁； 除了儿子和儿子所愿意启示的人，
也没有人知道父亲是谁。” （《路加福音》 １０： ２２） 既然只有通过耶稣， 才能

认识天上的父； 只有通过天上的父， 才能认识耶稣， 那么无论如何， 人们都

不可能确认耶稣就是那位神。 耶稣自己为自己的见证是无可证， 而父为子证

的见证更是无可证。 对于父子互证， 父证子证是同一见证， 除了相信耶稣的

话之外， 别无他路。 对这样一位神不仅经验和逻辑无效， 道德实践同样无

效， 只有在信仰追随的路上才能获得见证。 于是， 关于道成肉身的信仰必然

构成基督教的基石， 罪与救恩也必然成为基督教的核心思想。
从孔子和耶稣的对比来看， 孔子虽有强烈的天命在身的自觉意识， 却并

不能与天等齐， 对于天命的承担是通过积极践行仁道下学而上达的， 因此，
既赋予了儒教思想的超越性取向， 又突出了道德自力的品格。 而耶稣不仅具

有上帝意识， 而且就是基督上帝。 于是耶稣的话必然成为真理和道路， 既奠

定了基督教传统的神圣根基， 也凸显出超验的信仰特质。 二者之间的区别从

诠释学的角度来看， 就在于 “主体” 对 “本体” 的理解不同， 因而主体和

本体的关系也不同。 在孔子的理解和诠释中， 本体在无言中开显自身昭示天

命， 主体只能依靠自己的心灵体会和身体践行来把握。 既然上天没有明令，
那么， 怎样去正确地承接、 理解和践行天意呢？ 人间因时损益之道就变得甚

为关键。 在耶稣的理解和诠释中， 本体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和能发令的父， 而

且父神与自己具有完全同一性， 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上帝临在人间

直接发言。 耶稣既是作为诠释者的主体之人， 同时也是被诠释者本体之神，
神人合一。 作为耶稣基督之言的聆听者和诠释者， 只能在相信他的话的基础

上努力追随。 既然有神亲自颁布神圣律令， 那么， 在理解和践行中就永远有

唯一的和确定的底本， 必然凸显出在信仰基础上对律令的遵从。 由此， 也进

一步衍生出儒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系列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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